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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为什么“先好”而“后坏”？
——基于道德许可的理论分析框架

关    涛,  康海华
（华东理工大学 商学院，上海 200237）

摘    要： 目前主流的基于行为一致性动机的自我知觉理论、认知失调理论、登门槛效应，

以及违背一致性动机的道德净化效应、道德推脱理论等都无法解释工作场所中同一员工“先好

导致后坏”的矛盾现象。道德许可理论源自伦理学，认为人们以前的道德行为是其后续不道德

行为的诱因。在文献梳理的基础上，本文首先探讨了道德许可的概念内涵，然后以员工在工作

场所和个人生活领域的既往善行，如组织公民行为、组织关爱、见义勇为等作为道德许可的前

因，推导出道德许可发生后，可能引起的包含以道德边界和可观察性为标准而区分的四类偏差

行为，并讨论了个人价值认同在这一过程中的调节作用，构建了完整的工作场所道德许可发生

过程的理论分析框架。这对于解释员工“先好导致后坏”的矛盾现象提供了全新的分析思路，该

框架包含了善行与偏差行为的诸多概念或变量，为后续实证建模提供了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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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自我知觉理论认为人们会对自己先前的行为进行回顾（Bem，1972），当对自我产生一种固

定的感知状态后，就会趋于保持行为的一致性，并影响之后的行为（Bem，1972）。因此，当人们

以前做了好事，通过对这种外显行为形成自我道德知觉后，在行为一致性的驱动下，以后也会

做好事。与此相似，认知失调理论（Festinger，1957）以及“登门槛”（foot in the door）效应

（Freedman和Fraser，1966）都将一致性作为人类行为的基本动机。然而行为一致性在管理实践

中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挑战。现实中，同一雇员身上时常会先后出现两种截然相反的行为，如以

前曾做过一些有益于同事的关爱行为或组织公民行为（OCB）等，被公认为是“好人”，但随后又

会做一些不利于组织或同事的偏差行为，如反生产行为（CWB）、人际冲突、歧视、辱虐管理以

及办公室政治等，使用上述基于行为一致性动机的理论根本无法解释这种矛盾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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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者尝试使用其他理论解释这种矛盾现象。Tenbrunsel和Messick（2004）以经典的道德

推脱理论（Bandura等，1996）为基础，构建了非道德决策过程模型，解释了人们做坏事的心理决

策机制。但以此为依据，只能解释当前时点一个没有道德问题的员工“明知故犯”的现象，无法

把当前做坏事和以前做好事建立关联，当然也就无法解释“先好导致后坏”的矛盾现象。基于道

德平衡动机（Heider，1946），道德净化模型认为一些人对自己先前的不道德行为产生了愧疚，

以后就用道德行为来弥补心中的不安（Spector和Fox，2002）。它能从理论上解释工作场所中员

工的矛盾行为，但只能解释“先坏导致后好”而非“先好导致后坏”的现象。源自心理学的道德许

可理论提供了一种新的解释途径，它假定人们先前符合道德的行为会诱发之后的非道德行为。

新近研究证实了这种道德许可在雇佣歧视（Monin和Miller，2001）、种族偏见（Effron等，2009，
2012；Mann和Kawakami，2012）、教会捐赠（Conway和Pettz，2012）、消费者行为（Khan和Dhar，
2006）以及不诚信（Mazar和Zhong，2010；Jordan等，2011）等情境中都会存在。与道德净化模型

相反，在伦理学研究中，道德许可理论认为符合道德的、好的行为有时能许可人们产生不道德

的行为，即“先好导致后坏”，已有实验证实了这一现象（Merritt等，2010；Miller和Effron，2010）。
本文在已有文献的基础上，将道德许可理论应用在工作场所中，对其产生的原因和后果进

行逻辑推理，构建“先好导致后坏”的理论分析框架。与现有研究相比，本文针对工作场所这一

具体情境，探讨了道德许可所包含的道德信誉、道德证书的发生机制，就偏差行为的具体类型

根据道德边界和可观察性进行了明确分类，对道德许可与不同类型偏差行为的关系进行了具

体论证，并讨论了个人身份导向与价值观的符合状态，即价值认同在员工既往善行与道德许可

之间的权变影响，用以解释工作场所中同一员工身上道德与偏差行为共存，尤其是“先好导致

后坏”的矛盾现象，旨在推动该领域研究的深入和细化。具体而言，本文的创新内涵和理论贡献

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目前道德许可在管理学研究中是一个崭新话题，它可以为解释组织内各种矛盾行为

之间的联系提供一个有力工具，有深入研究的价值和广阔的应用前景，但迄今并未得到管理学

研究的足够重视。其主要原因在于，并非所有职场道德行为都会导致道德许可并产生后续的不

道德行为。Klotz和Bolino（2013）以个人身份导向为权变因素讨论了组织公民行为引起道德许

可的不确定性，论证了道德许可的表现因个人身份导向而变化，解决了上述问题，对道德许可

理论在组织行为中的应用研究起到了里程碑式的作用。但该文献没有讨论工作场所外的善行

对工作场所中道德许可的影响，也没有区分道德许可中道德信誉和道德证书两个不同变量对

反生产行为的不同影响。Miller和Effron（2010）将道德许可明确区分为道德信誉和道德证书两

种模型，特别指出不应只把它们看成道德许可的两种维度，而应根据它们作用机制的差别将其

扩展成两种不同的道德许可类型或变量。而目前关于道德许可的研究，即便是在最初发端的心

理学领域，学者们虽然接受了这一观点，但他们关于道德许可后续行为的研究，仍然将二者等

同看待，没有区分道德信誉和道德证书分别引发后续偏差行为的差异。而本文在讨论道德许可

的发生机制时，分别探讨了道德信誉和道德证书对工作场所偏差行为的不同作用过程，有助于

解决上述问题。

其次，最新的道德许可文献依旧是在社会心理学范畴中讨论捐赠、反歧视、尽职尽责、守信

等广义善行与徇私、歧视、卸责、排斥等恶行之间的关系（Cascio和Plant，2015；Blanken等，

2015），没有针对性的研究工作场所善行和偏差行为的对应关系，也就无法针对性的解释工作

场所中“先好导致后坏”的现象，在组织行为领域中的应用存在局限，而这正是本文的主要研究

目的。

另外，所有相关文献都没有区分工作场所中道德边界清晰可辨或模糊不清的情况下，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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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导致的不同偏差行为类别。前文已述，道德许可理论未得到管理学重视的主要原因，是不

能确定职场善行与后续偏差行为的相关性。职场偏差行为可以根据其道德边界的模糊性和可

观察性进行分类，偏差行为就可被明确区分为清晰的私下行为、清晰的公开行为、模糊的私下

行为和模糊的公开行为四种类型。从道德边界角度考虑，由于受人心向善的社会规范约束，那

些清晰的可被明确界定为不道德的行为，其在工作场所的出现频率要低于道德边界模糊的偏

差行为，而道德证书区别于道德信誉之处，便是行为人对自己后续偏差行为认定为并非不道德

的，道德信誉和道德证书都会对模糊的偏差行为产生作用，而对于边界清晰的偏差行为，则主

要由道德证书引发。综合来看，道德证书将比道德信誉引发更多的边界模糊的偏差行为；而从

偏差行为可观察性考虑，由于私下场合偏差行为难以被他人观察到，对行为人声誉的影响要小

于可被外人观察到的公开场合偏差行为，依然受人心向善社会规范的约束，在工作场所，公开

场合的偏差行为发生频率要低于私下场合的偏差行为。由于道德信誉对后续偏差行为依旧界

定为不道德的，并受到个人声誉约束，因而其引发的公开场合偏差行为要少于私下场合偏差行

为，但道德证书则没有这些约束，对公开场合与私下场合偏差行为作用相当，道德证书将比道

德信誉引发更多的私下场合偏差行为。上述偏差行为分类是目前所有文献都未涉及到的新观

点，如果不明确区分工作场所偏差行为类型，就无法区分道德许可中的道德证书与道德信誉各

自的作用机制和影响力，也就无法揭开道德许可作用机制的“黑箱”，给实证研究造成了诸多建

模难题。相反，本文将从道德许可中的道德信誉和道德证书两种不同的作用机制出发，将它们

与不同类型的工作场所偏差行为对应起来，这样做可以简化实证研究的建模过程，有助于管理

学者对工作场所道德许可及繁杂的偏差行为之间的相关性进行实证检验。

二、  道德许可的概念与内涵

道德许可理论植根于伦理学中有关道德与非道德行为关系的道德平衡理论。Nisan（1990，
1991）最早构建了道德平衡模型（moral balance model），认为人们面对道德选择时，往往会脱离

自身的道德现状，即人们的道德行为标准不是固定的，而是随自身道德平衡感知而变化。每个

人都有自己具体的道德自我感知以及一个道德平衡点。道德自我感知是一个人在任何时候对

自己的道德水平感知状态（Monin和Jordan，2009），道德平衡点是一个人对自我道德感知需要

不断保持的一个临界值（Miller和Effron，2010；Zhong等，2009）。Zhong等（2010）认为每一个与

道德相关的行为都会影响到道德自我感知，会提高或降低自己的感知水平。然而每个人的道德

平衡点是固定的，人们试图使自己的道德自我感知维持在自己的平衡点，即面对道德选择时，

人们会将现有的道德自我感知水平与平衡点进行对比，从而决定选择“做好事还是做坏事”以
保持平衡。在该理论框架下，每一个道德行为都与先前的行为有关，当以前做了坏事，造成道德

自我感知低于平衡点时，人们之后倾向于做好事，使道德自我感知水平提升到自己的平衡状态

（Monin和Jordan，2009）。这进一步解释了Tetlock等（2000）提出的道德净化效应（moral
cleaning）和道德补偿效应（moral compensation），但道德许可描述的是相反的效应，当以前做好

事提高了道德自我感知，超过了平衡点之后，人们就会获得许可做坏事以保持自我道德感知的

平衡（Zhong等，2009；Merritt等，2010）。学者们在道德平衡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道德许可的概

念，它与道德净化一起构成了“道德平衡”机制（Blanken等，2014）。
Merritt等（2010）对道德许可概念作了清晰的界定：当人们对后续行为是否符合道德而犹

豫不决时，往往会从过去的道德行为中获得信心，增加以后从事不道德行为的倾向。现有文献

将道德许可分为道德信誉和道德证书两种类型，这是两条区别明显且相对独立的路径，每一条

路径都可以单独对道德许可效应做出很好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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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而言，道德信誉模型（moral credits model）认为，只要个人从过去良好行为中积累的道

德资产足以抵消将来不良行为带来的道德债务，那么不道德行为就会被自己和他人所许可

（Miller和Effron，2010）。应用在工作场所中进行分析，一个人过去在组织中总是严格遵守规章

制度，并经常做一些本非分内之事，但却对同事或组织有利的行为，如组织公民行为或组织关

爱行为等，就有可能在当前或以后做出一些违背组织规章制度的事，他也认为可以接受。用道

德信誉模型来解释，这是因为某人过去长期遵守规章制度以及经常做好事为他积累了可以用

来“购买”以后做违规之事权力的信誉资产。Stone和Cooper（2009）用“道德货币”来比喻这一现

象，道德信誉可看作一个银行账户，遵规守纪相当于存款，违规败德相当于取款，只要有足够的

“道德存款”来平衡违规后的“道德债务”，那么，做点坏事也是可以接受的。该模型有两个特点：

一是拥有道德信誉的人和没有道德信誉的人做相同的坏事，前者更容易被自己或他人所理解，

但无论如何，做坏事总是被认为是不道德的；二是它符合道德平衡理论的基本假设，即个体的

道德自我感知是动态变化的，它取决于个人过去道德与不道德行为的历史，道德行为提升自我

道德感知，而不道德行为则相反（Sachdeva等，2009；Zhong等，2009；Jordan等，2010）。
道德证书模型（moral credentials model）从另一个视角提供心理许可，即以往做好事并非

许可以后做坏事，而是将做坏事解释为符合道德的（Monin和Miller，2001）。与道德信誉模型相

比，道德证书模型认为获得许可所做的坏事并非不道德的，而信誉模型却认为是不道德的。另

外，信誉模型认为个人道德自我感知是波动的，而证书模型则认为，个人从过去道德行为中获

得的道德证书使其后来的不道德行为的边界模糊起来，进而会被认为是符合道德的，所以也不

会降低道德自我感知。Monin和Miller（2001）的实验研究证实，白人应试者先前出于反歧视需

要对黑人求职者表示出选择偏好后，就会许可他们产生警察职务更适合白人的歧视态度。根据

道德证书模型，正是之前表达对黑人求职者的同情，使得白人应试者获得了道德证书，而且他

们认为自己对黑人不太适合警察职业这一歧视态度也是符合道德的。由此可见，上述两种模型

有着相同之处，但也存在明显差异，二者的区别和联系见表1所示。

综上，道德许可的概念虽然根植于道德平衡理论，但它却具有独特的内涵，并已经成为伦

理学与组织行为学中一个独具特色的研究方向。该理论与其他相关的道德理论之间的关系见

表2所示。

三、  工作场所中的道德许可前因

根据概念，工作场所中产生道德许可的前因必然是员工以往的善行，而细究道德许可的构

成和内涵，可以发现道德信誉以道德行为抵消不道德行为的消极影响产生许可，而道德证书是

将一个不道德行为解释成道德的来提供许可，二者发生机制的差别为分析道德许可前因带来

表 1    道德许可的发生机制

立足点 发生机制与内涵 相同点 不同点

道德平
衡动机

道德信
誉模型

以前做好事为“道德账户”积累了
足够多的“道德货币”，现在或以
后可支取“道德货币”去做坏事，
以保持“道德账户”平衡

以前做好事使自我道
德感知水平高于道德
平衡点，就通过做坏事
把它降到自认为合适
的状态，以保持道德感
知的平衡

道德许可发生后，自认为
所做的坏事是不道德的

道德证
书模型

以前做的好事足以让其被认定为
“好人”后，就获得了做坏事的特
许权

道德许可发生后，尽管产
生了恶果，但却认为所做
坏事并非不道德的

　　资料来源：根据相关文献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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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困难。由于本文聚焦于工作场所中道德许可的发生过程，因此，在考虑以往善行对产生道德

许可的影响时，采用了Bradley-Geist等（2010）等人有关行为人既往善行与道德许可行为领域

一致性的区分，本文将员工既往善行发生领域区分为生活场所与工作场所两种不同领域，分类

推理工作场所中道德许可产生的前提。

（一）员工个人生活领域善行与工作场所道德许可

Monin和Miller（2001）、Effron等（2009）以及Bradley-Geist等（2010）等学者已经证实，如果

目标行为与个人以往积累的道德信誉分布在相同领域中，过去的道德行为、道德行为的意愿、

思考道德行为都可能减轻不良行为损害个人声誉的担心，人们还会有意采取事先积累道德信

誉以备之后违规的策略。此时，对个人声誉受影响的担忧随之减少，并因此产生道德许可。因为

上述研究集聚在社会心理学领域，据此可知，员工个人生活领域的既往善行将会引起他们在生

活领域的后续偏差行为。

而员工生活领域的既往善行与工作场所道德许可的关系，需要做进一步推理。当员工在个

人生活中做出提升自我道德感知的好事后，尤其是这种行为与同事的私人生活相关时，员工就

会因道德信誉或道德证书而产生道德许可，并将其跨领域转移到组织行为中，许可员工在工作

场所中做出一些反生产行为。例如某员工因个人生活中经常做无偿捐赠、助学、义工等善事而

被人熟知，但却可能会在组织中辱骂下属、占用公物等，这些不良行为似乎也对其个人声誉影

响不大。从道德信誉模型看，该员工在私人生活中的善举为其“道德银行账户”储蓄了“道德信

誉资产”，当超过他的道德感知平衡点后，该员工就会觉得“道德信誉资产”过多，就可能产生道

德许可，通过在工作场所中做“坏事”来“支取道德信誉资产”，以维持其本人道德水平约束下的

“道德信誉资产”的账户平衡，即以此重新获得道德感知的平衡，而他本人和同事虽然认为“支
取道德信誉资产”是在做“坏事”，有违社会道德规范，但由于该员工已提前在自己的“道德银行

账户”中通过个人生活中的既往善举储蓄了足够多的“道德信誉资产”，他本人及其同事都可能

会认为该员工获得道德许可后所作的偏差行为是不道德的，但凭借其本人前期足够多的既往

表 2    道德许可理论及相关道德理论分类

理论分类 概念内涵 现象解释

道
德
平
衡
动
机

道德许可 当人们对后续行为是否符合道德而犹豫不决时，往往会从过去的道德行为
中获得信心，增加以后从事不道德行为的倾向，主要通过道德信誉和道德证
书两种机制生效

“先好”导
致“后坏”

道德补偿/
道德净化

以道德平衡为基础，每一个道德行为都与先前的行为有关，当以前做了坏
事，造成道德自我感知低于平衡点时，人们之后倾向于做好事，使道德自我
感知水平提升到自己的平衡状态

“先坏”导
致“后好”

道德推脱 个体对自身不道德行为产生的一些特别的认知倾向，包括重新定义自己的
不道德行为使其看起来危害更小、最大程度地降低自己应承担的责任以及
减少对受害者所受痛苦的感知三种类型，主要通过道德辩护、委婉标签、有
利比较、责任转移、责任分散、扭曲结果、非人性化、责任归因等八个推脱机
制生效

“伪善”、为
做坏事找
借口等

一
致
性
动
机

自我知觉 人们对自己先前的行为进行回顾，当对自我产生一种固定的感知状态后，就
会趋于保持行为的一致性，并影响之后的行为

一贯好、一
贯坏

认知失调 一个人的行为与自己先前一贯的对自我的认知（通常是正面的、积极的自
我）产生分歧，从一个认知推断出另一个对立的认知时产生的不愉快情绪

因做坏事
而内疚

登门槛效
应

又称“得寸进尺”效应，是指一个人一旦接受了他人的小要求去做好事，为了
避免认知失调，或想给别人留下前后一致的好印象，就可能接受他人更大的
要求继续做更多的好事

“变本加
厉”的助人

　　资料来源：根据相关文献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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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举的支撑，又是可以理解和原谅的；从道德证书模型看，该员工可能因为个人生活中的见义

勇为、乐善好施、公平守孝等诸多善举，被其本人和同事当作一个“大好人”，这就相当于被自己

和同事授予了“道德证书”。一旦被授予“道德证书”，该员工就等同于被贴上了“不会做坏事”的
标签。该员工在道德证书的光环之下，在工作场所中难以自察的从事一些偏差活动，即获得了

道德许可。由于提前被贴上了“道德证书”的标签，该员工获得道德许可后从事的偏差活动，他

本人和同事都可能不认为是不道德的行为，即不被认为是“坏事”。
如果既往积累的道德信誉主要集中在个人生活领域，那么员工善行的表现形式可能多种

多样。Mazar和Zhong（2010）发现，与对照组相比，在个人消费领域高价购买有机或绿色产品，
会导致其在社会活动中更多的利他行为，但进而会产生更多的欺骗和偷窃倾向，因而证实了个
人跨领域道德许可的可能性。Jordan等（2010）等人曾用实验证实，个人生活领域的善行会导致
其后续的欺骗和偷窃倾向，遗憾的是，他们的研究也没有专门将后续恶行限定在工作场所。
Jordan等（2010）、Sachdeva等（2009）同样发现目标行为与既往行为领域不同时，道德心理许可
效应也会产生。Khan和Dhar（2006）通过实验证实，实际的道德行为并非跨领域道德许可的必
要条件，甚至无需实际的道德行为，只要觉得自己是道德的，就足以许可人们做出有损其声誉
的行为。也就是说，即使跨领域道德行为没有发生，只要是臆想的道德行为就可以使人们缓解
对跨领域不道德行为的信誉担忧，进而产生跨领域道德许可。

（二）员工工作场所的善行与道德许可
如果在相同行为领域中，即员工的既往善行与道德许可都发生在工作场所中时，二者的对

应关系可能更加明显。工作场所中的善行比较容易观察到，如组织公民行为（OCB）或更加具
体的人际关爱行为就是主要的善行。组织行为学对工作场所中的OCB研究已有大量文献，员
工OCB的原因或目的多种多样，如无私助人、为了得到积极评价（Allen和Rush，1998）或两者兼
有（Grant和Mayer，2009），也有可能是将其看作自己工作的一部分，或者是应付上级的要求和
监督（Vigoda-Gadot，2006；Spector和Fox，2010a，b；Bolino等，2010）。根据OCB的原因或目的，
其对道德许可的影响不尽相同。由于外部压力、义务、监督、甚至是物质奖励产生的OCB，并不
会被认为是有道德的（Batson等，1987；Thomas等，1981）。据此推理，这种OCB不会积累道德信
誉，其道德自我感知不会升高，当然也不会有道德许可。只有那些自发而非刻意的，能迎合其他
组织成员需求，并对组织有利，或者将他人利益优先考虑而放弃一些个人利益的OCB，才能获
得积极的道德赞赏，从而积累道德资产，产生道德许可（Bar-Tal等，1980；Rostan，2005）。

另外，组织中的人际关爱行为对道德许可的影响同样引人关注。许多组织行为对个人生活
都可能产生影响，造成生活与工作之间界限模糊，如大规模裁员、工作与家庭冲突、经济压力、
不和谐的组织成员关系等都会给组织成员带来个人困扰（Severn等，2012）。随着积极心理学与
积极组织行为学的兴起，有学者开始关注人际关爱方式提升个人积极情绪，即通过所谓的“人
性时刻”来减少或消除员工痛苦的作用（Kanov等，2004）。组织关爱行为往往伴随着一系列积
极的情感、行为和态度，能让员工感受到彼此之间有更紧密的联系，获得更强的组织支持感，进
而提升员工的幸福程度（Lilius等，2008，李超平等，2014）。一般而言，这种模糊个人和组织边界
的关爱行为也是符合道德的，会给施予者带来道德信誉，并提升道德自我感知水平，超越道德
平衡点后，就有可能产生道德许可。所以人际关爱与组织公民行为同样符合道德感知，二者具
有一些共性，由于该行为主要发生在组织中，本文将人际关爱行为和OCB共同作为工作场所
中道德许可的前因。

综上所述，本文对既往工作场所善行和生活领域善行对工作场所道德许可的因果关系提

出以下命题：

命题H1：相同领域中的既往善行和道德许可正相关，即员工发生在工作场所中的既往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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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越多，其在工作场所中的道德许可就越

常见。

命题H2：跨领域的既往善行和道德

许可正相关，即员工发生在个人生活领域

中的既往善行越多，其在工作场所中的道

德许可就越常见。

（三）员工生活与工作场所既往善行

的可观察性比较

由于道德许可的前提是既往善行，无

论是道德信誉许可还是道德证书许可，都

需要提前积累一定程度的“道德资产”，使
道德自我感知水平超过平衡点。用这一观

点具体分析工作场所道德许可的前因，需

要比较不同领域既往善行的可观察性，因为这会影响员工对“道德资产”积累速度的感知。

工作场所中员工道德许可的作用对象是其他同事，如果通过道德信誉的形式产生道德许

可，需要其同事感知到该员工事先已积累了足够多的道德资产，可以用来抵消做坏事所“支取”
的道德资产；如果通过道德证书的形式产生道德许可，需要其同事认同该员工的既往善行并赋

予其道德证书，以便给后续不道德行为贴上“并非不道德”的标签。此时，无论何种形式的道德

许可，都需要其同事能够观察到该员工的既往善行，这也是该员工产生道德许可前会考虑的因素。

当既往善行主要发生在工作场所时，与工作场所道德许可的领域一致，其同事往往能看

到、听到或直接感受到该员工的既往善行及其为同事或组织带来的好处。当员工在组织中有较

多的OCB或人际关爱行为时，有些组织会有意识的宣传表彰这些行为，同事也会在私下传播

这些信息。此时，既往善行具备较高的可观察性，也就为积累道德资产或者取得道德证书提供

了便利，该员工也能较快或较大程度的提升自我道德感知水平到自身道德平衡点之上，进而获

得道德许可。

相对而言，当既往善行主要发生在个人生活领域，与工作场所道德许可的领域不一致，其

同事对该员工既往善行的观察会有一些困难，组织或个人对其个人生活领域善行的传播也不

会像工作场所善行那样有热情。因此，发生在个人生活领域的既往善行，对于工作场所积累道

德资产或道德证书有一定的作用，但不会比工作场所既往善行的作用大。本文就此提出了一个

比较性命题：

命题H3：与个人生活领域既往善行相比，发生在工作场所的既往善行更易观察到，因而更

容易引发工作场所的道德许可。

四、  工作场所中道德许可的后果

聚焦组织行为领域，道德许可引发的后果值得重视。既往积累道德信誉和道德证书的好行

为与道德许可发生后的坏行为，也被相应的善行和偏差行为所替换。该理论为解释同一员工身

上两种反差较大行为之间的相互关系提供了新视角（Joosten等，2014）。Klotz和Bolino（2013）提
出了组织公民行为在道德许可的中介效应下会引发员工反生产行为的理论框架，虽然目前尚

无实证研究跟进，但却给管理学研究者不少启发。

（一）偏差行为的道德边界

偏差行为的道德边界是依据道德模糊性所做的道德性判断，一些行为很难分辨其道德性

H1 + 

H2 +

H3 H1 > H2 

 
图 1    工作场所道德许可的前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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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伟，2011）。在现实生活中，区分某个行为是否道德并没有想象中容易。应用在工作场所中，

我们经常看到企业招聘时有录用本地应聘者的倾向。在外人看来，这是一种地域歧视，是不道

德行为。然而换个角度看，面试官在面试过程中可能没有刻意倾向于本地应试者，而是本地应

试者比外地应试者更了解当地风俗文化，或者掌握了一些当地资源，更能胜任工作，因此面试

官本着对企业有利的原则，倾向于录用本地人并非是不道德的。除了隐性歧视之外，不易判断

道德边界的偏差行为还有打着为提升组织效率或鞭策下属成长的辱虐管理、因工作而起的人

际冲突以及表演给他人看的出勤主义等，见图2中组织偏差行为第3、4象限。

与之相反，另外一类偏差行为则很容易判断为不道德，如偷窃公物、迟到早退、排斥同事、

人身诽谤的反生产行为，见图2中组织偏差行为第1、2象限。这些发生在工作场所中的不良行为

更容易造成同事和组织利益受损，经常会受到组织制度的明文禁止，或受到组织内部人际交往

规范的约束，做这些事情很容易被自己或他人明确判断为不道德。

用道德边界对工作场所偏差行为进行分类，并用它来倒推不同类型道德许可更可能产生

何种偏差行为，是本文的一种理论尝试。但事实上，对道德许可所包含的道德信誉和道德证书

这两个维度进行明确区分依旧停留在概念区分上，现实中不太容易对二者区分清楚。所以，上

述推理更多的是在展示道德许可与偏差行为类型在概念上的对应关系。因此，本文从整体概念

的角度提出以下命题：

命题H4：工作场所中道德许可与道德边界清晰的偏差行为正相关，即道德许可越多，边界

清晰的偏差行为就越常见。

命题H5：工作场所中道德许可与道德边界模糊的偏差行为正相关，即道德许可越多，边界

模糊的偏差行为就越常见。

从道德边界的视角看，道德证书与道德信誉的作用机制有一些差别。因为道德证书许可是

通过改变一个人对行为的道德解释而起作用的，此时，不易分辨道德边界的偏差行为就可能通

过道德证书许可而产生。而对于道德边界清晰的，可被明确判断为不道德的组织偏差行为，则

不易被扭曲解释为符合道德原则，因而也不太可能通过道德证书许可而发生，其对个人声誉的

不良影响却可以通过以前积累的道德信誉来抵补，此时的偏差行为主要通过道德信誉许可而

发生。

H5 +

H4 +

 

H7 + H8 + H9: H7>H8  

 

2. 1.

3. 4.

H6：H5 >H4 

 
图 2    工作场所道德许可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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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道德证书许可对后续偏差行为是否符合道德的解读上，其宽容度要高于道德信誉许

可，也就是说，道德信誉许可引发的边界模糊的偏差行为，可能不会被道德证书许可者解读为

不道德的，无论是道德信誉还是道德证书，都将对边界模糊的偏差行为发生作用，而对边界清

晰的偏差行为，道德信誉的作用可能比道德证书要小。综合而言，道德许可引发的边界模糊的

偏差行为应该在数量和频率上多于清晰的偏差行为。因此，本文提出如下比较性假设：

命题H6：工作场所中道德许可引发的边界模糊的偏差行为多于边界清晰的偏差行为。

（二）偏差行为及其可观察性

与既往善行可观察性分析的方法相似，本文引入工作场所偏差行为的可观察性，以分析不

同类型偏差行为出现的频率。员工获得道德许可后在组织中从事偏差活动的场合可能多种多

样。根据是否容易被他人察觉为标准，可以把出现偏差活动的场合划分成公开与私下两种类

型。公开场合从事偏差活动更多的表现为员工之间公开的互动行为，这些偏差行为是当事人乐

意向第三者传播的，如排斥或诽谤同事，或者第三者可以直接观察到的，如拉帮结派、辱虐管

理、人际冲突等，见图2中组织偏差行为第1、4象限。私下场合偏差行为更多的表现为当事人秘

而不宣的行为，如偷窃或私用公物、损公肥私、向上级行贿以获取私利等，也可能是当事人或第

三方都没有意识到的偏差行为，如隐性的性别、年龄、学历或地域歧视，以及显示自己努力劳动

实则效率不高的出勤主义等，见图2中工作场所偏差行为的第2、3象限。

命题H7：工作场所中道德许可与私下场合偏差行为正相关，即道德许可越多，私下场合的

偏差行为就越常见。

命题H8：工作场所中道德许可与公开场合偏差行为正相关，即道德许可越多，公开场合的

偏差行为就越常见

当员工从事偏差活动，如偷窃、贪污、辱虐同事等，特别是明显违背道德的事，就会损害其

个人声誉（Rotundo和Sackett，2002；Lievens等，2008）。当员工发现其偏差行为不为众人所知

时，受到的批评会减少一点，对个人声誉影响也相对较轻（Lepine和Van Dyne，2001）。而人们更

乐于保持自己的公共道德形象，所以更容易在私下场合做坏事（Greene和Low，2014）。
另外，员工在组织中的善行能积累道德信誉，提升了公开场合的道德形象，出于一致性的

要求，他在组织中产生道德许可而做坏事的可能性要小于私下场合。简而言之，就是在公开场

合做好事树立形象，获得道德许可后，在私下场合从事偏差活动以求平衡。如果员工刻意在组

织中做好事并刻意树立公开道德形象，积累道德信誉或道德证书后，其在私下场合产生道德许

可而导致偏差行为的概率应该会更高。如某员工经常无偿帮助同事，为了刻意保持公共形象，

获得道德许可后，会有意避免在公开场合做坏事，但却更有可能在不易观察到的私下场合从事

偏差活动，如私占公物、出勤主义等。本文据此提出下述比较性命题：

命题H9：工作场所中的道德许可在私下场合引起的偏差行为多于公开场合。

综上，获得道德许可后，在工作场所中做的不道德事情以偏差行为为主。反生产行为

（CWB）是组织中一种重要的偏差行为，已有学者运用道德许可理论来阐述组织公民行为与反

生产行为的相关性（Klotz和Bolino，2013）。随着组织行为学的不断发展，组织偏差行为所包含

的内容也有了很多的扩充，有些行为也是近年来研究的热点，例如工作场所非伦理行为、反社

会行为、辱虐管理、办公室政治、社会排斥以及出勤主义等。员工获得道德许可后引发的偏差行

为可能包含上述活动，该领域的研究内容将会越来越丰富。

五、  价值认同对道德许可的权变影响

一致性理论认为，人们倾向于让自己的行为保持前后一致（Festinger，1957）。因此在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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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当员工以前做了组织公民行为时，现在也会有倾向去继续做好事（Zhong等，2009）。道德许

可的核心观点是以前的道德行为会许可人们做出不道德的行为，但并非所有人都会这么做。

Brewer和Gardner（1996）的个人身份导向研究显示，人们对自我身份的认知有个体、关系以及

集体三种导向。个体导向的人将自己的行为定义为个人兴趣导向的，与他人无关；关系导向的

人做事时首先关注的是与自己有亲密接触的人，并努力维护这种亲密关系；集体导向主要考虑

的是集体利益。已有研究显示，个人身份导向对组织交换关系（Flynn，2005）、组织公民行为

（Johnson等，2006）以及反生产行为（Kelloway等，2010；Enns和Rotundo，2012）都有重要作用，

所以个人身份导向在既往善行与道德许可之间的调节效应值得重点关注。

已有学者用个人身份导向补充解释道德许可的发生机制，在组织中，当员工坚持个人身份

导向时，其对自己的行为主要局限在自我认同范畴，只要自己认同，就可以随心所欲地做事，以

前的行为对个人限制较少，从而产生道德许可；相反，在关系导向和集体导向下，员工会努力保

持当前行为与以前行为的一致性，即以前自己的组织公民行为或关爱行为给他人和组织带来

的好处，保持行为的一致性可以继续维持自己与同事的关系，也可以保证集体利益，因此当前

或以后的行为不会太出格，降低了道德许可的可能性（Johnson等，2006；Cooper和Thatcher，
2010）。

Miller和Effron（2010）认为上述推理存在漏洞，按照上述观点，只有个体身份导向的员工

才会有道德许可，而关系导向和集体导向的员工由于坚持行为一致性，是不会因既往善行导致

道德许可的。根据他们的研究，既往善行尽管能提高自我道德感知（Aquino和Reed，2002；
Aquino等，2011），但是否产生道德许可也会受道德行为是否有助于维护个人利益、关系利益和

集体利益的价值观选择的权变影响。因此在分析个人身份导向的调节效应时，应该把个体身份

导向与价值观选择综合起来进行分析。

据此本文提出价值认同的概念，即将个人身份导向与道德行为价值观是否相符界定为价

值认同，它包含相符与不相符两种状态。引入价值认同后，对个人身份导向的权变影响分析就

变得更加细致了。Effron等（2009）发现二者是否相符也会对员工如何去使用道德许可发生作

用。Miller和Effron（2010）发现这种价值认同的状态会影响消极行为的类型，并对员工会选择

哪种不道德行为有重要作用。

如前文所述，个人身份导向具有个体、关系以及集体三种不同类型，根据一致性理论，人们

会倾向于保持自身前后行为的道德自我感知的一致性，员工不会在与自我身份取向一致的行

为中获取道德许可从而产生反生产行为。因此，当个体导向的员工积累与个体利益价值观相符

的善行后，尽管该行为被同事赞赏，他也不会产生道德许可引发偏差行为。同样，一个员工如果

具有关系身份认同导向或集体身份认同导向，他也不会从与维护关系利益或集体利益的道德

行为中获得道德许可，见表3所示。表3显示的是个人身份导向与实际行为价值之间的一致性，

表现为个人身份导向对某些相应价值观的认同，即价值认同的相符状态。表3对角线以外的其

他内容则为二者之间的不一致，表现为个人身份导向对某些行为价值观的不认同，这种价值认

同的不相符状态会强化道德许可的产生。

表 3    价值认同与道德许可的关系

身份导向 个人价值行为 关系价值行为 集体价值行为
个体层次 一致（相符） 道德许可（不相符） 道德许可（不相符）
关系层次 道德许可（不相符） 一致（相符） 道德许可（不相符）
集体层次 道德许可（不相符） 道德许可（不相符） 一致（相符）
　　资料来源：根据相关文献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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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而言，如果身份导向与价值行为认知一致，对做好事的自我评价是一种潜意识的道德

感知，即不会产生显著的“高尚感”，因而既往善行导致道德许可的概率会降低。此时，一致性理

论就将人们对维持自我道德感知与是否产生道德许可联系起来，员工如果要维持自己的道德

平衡，即便过去做了很多好事，以后依然会为了维持自身道德水平继续做好事，而不会产生道

德许可。举例来说，当员工拥有个人价值认同取向时，他会主动做出能提高个人声望或者凸显

个人的行为，尽管有了道德许可，他也会克制自己不去做坏事以免影响个人声望，如迟到、旷工

等。同理，拥有关系价值认同或集体价值认同类型认同取向的员工也不会因为道德许可做出与

自我认同取向相冲突的偏差行为。Dalai等（2009）也发现，员工会尽量避免让组织公民行为

（OCB）与反生产行为（CWB）在同一场合中出现。

Barden等（2005）发现人们为了避免被他人做出虚伪评价，是个体保持行为价值一致性的

一个重要原因。如果员工当前行为与既往行为相矛盾时，同事就会认为他虚伪，这种评价是负

面的，同事会根据这种负面评价调整对该员工的行为反应，通常会产生不利的结果。因此人们

为避免让自己显得虚伪，往往会使自己的行为保持前后一致。即使在不同行为领域，避免虚伪

的动机也会推动行为一致性。当员工在个人生活中做了捐赠、关爱等提升道德自我感知的事情

后，在工作场所，为了维护自己的固有形象，也会做出相似的能提升道德自我感知的行为，因此

会通过组织公民行为维护自身的道德感知，以避免虚伪评价。Klotz和Bolino（2013）分析个人身

份导向的调节效应时，同样将行为一致性纳入到个人身份导向理论模型中，用于推导道德许可

的发生过程，观点与之相同。

分析员工个人生活领域的既往善行对工作场所道德许可的影响，也需要考虑个人身份导

向与价值观的相符情况，即员工价值认同的权变作用。当价值认同状态为“相符”时，员工个人

生活中的道德行为也不会在组织中产生道德许可。Miller和Effron（2010）和Zhong等（2009）都
发现，员工生活中的道德行为可以提升自我道德感知，然而它并不一定产生道德许可。当员工

个人身份导向与其行为维护的利益一致时，就产生了价值认同，它反映出员工对自己固有的价

值观的认同或者对自己的正面评价，更倾向于保持一致性，继续在组织中做出与自己价值认同

相一致的道德行为，产生道德许可去做坏事的概率就降低了。具体而言，价值认同为相符状态

时，个体导向员工倾向于继续在工作中优化自身形象而继续做好事；关系导向员工倾向于对同

事关系的优化而继续做好事；集体导向员工则因组织利益为重而继续做好事。相反，价值认同

状态为不相符时，例如员工是个体身份导向时，在需要维护关系或集体利益时，因为其固有价

值观对此不认同，从既往善行中获得道德许可的概率就会提高，而这本质上也不违背个体身份

导向只维护个体利益的价值认同，见表3第1行所示，其他情况以此类推。Johnson等（2006）也发

现，如果员工以公司利益为重时，这种集体导向就不会引起他们去做有损自己公司的事，但当

员工面对顾客或者其他组织时，就可能产生道德许可。见表3第3行所示。个体身份导向与行为

价值观之间的对应关系详见表3。其中，表3对角线上显示的是个人身份导向与行为价值观之间

的认同相符状态，表现为一致性，会弱化既往善行对道德许可的影响；非对角线上的内容显示

的是个人身份导向对行为价值观的不认同，无法通过一致性进行分析，它会强化既往善行对道

德许可的影响。如果设认同情况为1，不认同时为0，关于价值认同，即个人身份导向与价值观是

否相符的权变作用，本文提出以下命题：

命题H10：个人身份导向对行为价值观的认同性在工作场所既往善行与道德许可的关系

中起负向调节作用。具体而言，个人身份导向认同行为价值观时，工作场所既往善行引发道德

许可的概率低于不认同时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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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题H11：个人身份导向对行为价值观的认同性在员工生活领域既往善行与工作场所道

德许可的关系中起负向调节作用。具体而言，个人身份导向认同行为价值观时，员工个人生活

领域既往善行引发其在工作场所道德许可的概率低于不认同时的情况。

如果将道德许可与一致性理论做行为结果的比较，往往会认为道德许可理论是对一致性

理论的挑战。但如果把个人身份导向引入道德许可的分析框架中，就会发现道德许可产生的矛

盾行为并未否定一致性理论，员工会在自己价值认同的行为领域中依然保持一致性，但在其他

不认同的领域中获得道德许可。

综合图1、图2以及命题H10和H11，工作场所道德许可的前因、后果和权变因素能够反映道

德许可的发生过程，整合显示在图3中。

六、  结论与未来研究展望

本文对道德许可理论文献梳理之后，围绕道德许可产生的原因、后果及其权变因素，构建

了一个组织行为学中的道德许可理论框架。根据与工作场所的领域一致性，将道德许可的前因

明确区分为员工在工作场所和个人生活领域的既往善行两种类型，论证这两种善行将导致工

作场所的道德许可；并以既往善行的可观察性为判断标准，论证了工作场所善行比个人生活善

行会导致更多的工作场所道德许可。对于道德许可导致的后续工作场所偏差行为，根据道德边

界模糊性和行为可观察性两个维度，区分成清晰的公开行为、清晰的私下行为、模糊的公开行

为和模糊的私下行为四种类型，论证了道德许可对四种不同类型偏差行为的作用。并在

Klotz和Bolino（2013）、Miller和Effron（2010）有关个人身份导向与价值认同的基础上，论证了

个人身份导向与价值取向一致性在既往善行与道德许可之间的权变影响。与Klotz和
Bolino（2013）的文献相比，本文把个人身份导向的调节效应细化到个人身份导向对价值取向

的认同，即价值认同的调节效应推理，并对其作用形式和表述方式做了重新推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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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工作场所道德许可发生过程模型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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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新近典型文献相比（Zhong等，2009；Miller和Effron，2010；Klotz和Bolino，2013；
Blanken等，2015），本文的理论框架把工作场所内外的善行与不同类型的道德许可联系起来，

并尝试把职场偏差行为进行分类，建立不同类型道德许可与不同类型偏差行为的对应逻辑关

系，可以解释工作场所中同一员工身上道德与偏差行为共存，尤其是“先好导致后坏”的矛盾现

象。另外，与上述文献相比，该理论框架具有较高的包容性和概括性，可以对应包含更多的变

量，为后续实证研究建模提供了便利，有助于推动该研究在组织行为领域中的深入和细化。

关于未来研究方向，首先，道德许可理论来自于心理学基础研究，自Monin和Miller（2001）
发表第一篇有关道德许可的文献之后，该理论虽广受关注但进展不大。Blanken等（2014）认为

这可能与道德许可现象不易被观察到有关。另外，Blanken等（2015）针对道德许可的元分析显

示，所有实证研究均采用了心理学实验，没有专门测量道德许可的量表，制约了该理论的研究

进程。其实现有心理学实验已经很好地验证了道德许可理论的存在及其研究价值，对于其所包

含的道德信誉和道德证书两个维度的划分也得到了认可。因此，未来研究可以重点关注道德许

可量表的开发，这有助于道德许可研究的深入开展。

其次，截至目前，几乎所有道德许可实证文献均属于心理学领域的基础研究，在工作场所

或组织行为领域中虽有少数学者关注，但还没有实证性应用研究。其原因可能是道德许可与人

们广泛接受的行为一致性理论相矛盾，人们难以将员工以前的好行为与现在或未来的坏行为

联系起来。因此，有必要在人性复杂的假设之下，把工作场所中员工的个人关爱行为、组织公民

行为等“好事”，与该员工身上表现出来的反生产行为、排斥、办公室政治、恶意人际冲突、辱虐

同事等“坏事”综合考察，进行全面的实证研究。这有助于解释员工的复杂心态和矛盾行为，推

动该理论在组织行为领域中的广泛应用。

再次，对于工作场所中道德许可的后果，本研究沿用了心理学的传统做法，分析道德许可

发生后的“坏人坏事”，关注的是人性中的阴暗面。而工作场所中来自人际交往和工作本身的压

力客观存在，从自我真实展示或者减轻心理压力的角度推理，道德许可似乎也有积极的一面，

如适度缓解焦虑、舒展身心，或是建立真实人际交往规则等。因此，未来研究也可以适当关注道

德许可在组织行为中的正面后果。

最后，工作场所中道德许可的发生过程仍然需要深入和细化。组织行为中，道德许可的触

发因素主要是员工积累的组织公民行为或个人关爱行为，其受益者和发生道德许可后的受害

者都在同一组织中，员工个人道德自我感知的平衡作用在“付出”和“受益”两个感受层面也是

统一的，定位于同一个组织。但员工个人生活领域中的善行与工作场所中的恶行是否相关，是

否可以通过道德许可建立起生活与工作中的关联，以及这一跨界触发关联过程中的权变因素，

仍有待于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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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y Does Good Previously Lead into Bad Subsequently
on the Employees? Based on the Theory

Framework of Moral Lice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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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current popular self-perception theory, cognitive dissonance theory, and
“foot in the door effect” based on the motive for behavior consistency, and moral cleaning effect &
moral disengagement theory which contravene the motive for behavior consistency cannot explain the
contradictory phenomenon of “good previously leading into bad subsequently” which happens on the
same employee in workplaces. Moral license theory which is derived from ethics argues that previous
moral behavior is the incentive for its follow-up wrongdoing. Based on a literature review, this paper
discusses firstly the connotation of moral license, then regards previous good behavior in workplaces
and individual life fields like 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 organizational care and bravery as the
antecedents of moral license, deduces four types of deviant behavior classified by moral boundaries and
observability and possibly resulting from moral license, discusses the moderating role of personal value
identity  in  this  process,  and  constructs  theoretical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whole  moral  license
occurrence process in workplaces. It provides totally new analytical idea for the explanation of the
contradictory phenomenon of “good previously leading into bad subsequently” which happens on the
same employee. This framework includes several concepts or variables of good and deviant behavior
and offers convenience for follow-up empirical mode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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